
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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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大国问题是国际法实践中的一个老问题。近年来，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国际法

治成为日益重要的国际议程，一批新兴大国也正在崛起，这些新发展既为处理大国问题

提供了历史机遇，也使得处理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大国问题

涉及大国拥有与作为国际法基础的主权平等原则相冲突的法律特权，但法律特权并非是

导致大国问题的惟一原因；被赋予法律特权的大国应当承担特殊的法律义务，但获得法

律特权并非是大国承担特殊义务，包括特殊法律义务的惟一依据。为了有效约束大国的

行动，国际社会一方面应当限制大国可以获得的特权、强化大国应当承担的特殊义务尤

其法律义务，另一方面 应 当 寻 求 建 立 监 督 大 国 依 法 善 意 行 使 特 权、履 行 义 务 的 程 序 法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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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穷人与富翁、强者与弱者并存是国内社会结构的常态一样，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并

存也是国际社会结构的常态。〔１〕就国内社会而言，各国普遍重视个体差异并且制定以保护弱者

为导向的法律制度，并且此类法律制度的存在及发达水平成为衡量一国法治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标

准。与此不同，自近代国际法产生以来，虽然人们普 遍 认 识 到 大 国 与 其 他 国 家 之 间 存 在 重 大 差

异，以及大国———确切地说，是传统的西方大国———长期控制着国际法的形成与适用，但大国问

题鲜有获得国际法学者真正的关注。〔２〕与国内法注重维护弱者迥然不同的是，国际法似乎更重

视维护大国的利益。其结果是，且不论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小国或者弱国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历来批判西方大国操纵国际法，〔３〕当代著名的一些西方国际法学者也认为国际法仍然属于 “霸

·８８１·

＊

〔１〕

〔２〕

〔３〕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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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学者在界定大国方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标准，但迄今为止尚未达成一个普遍接受的含义。尽管如此，这不妨 碍

人们对于特定时期的大国一般指哪些国家有基本的共识。事实上，多数国际法学者在使用大国一词时也没有界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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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主义国际法”。〔４〕

由于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大国特权直接冲击着主权平等，因此可以说国

际法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大国问题。但直到２０００年时，这一问题才真正获得国际法学者的关注。
其基本背景是１９９９年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科索沃战争，给国际法造成巨

大的冲击，导致人们对国际法在惟一超级大国时代的命运产生严重关切。〔５〕然而，既有的研究

成果存在不足：第一，大国问题几乎被等 同 于 大 国 特 权 问 题，而 大 国 的 义 务 问 题 被 忽 视 了；第

二，既有研究绝大多数是描述性的，尤其针对美国国际法实践的描述，而较少建设性的，即提出

解决大国问题的法律方案。〔６〕

本文首先讨论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的发展脉络及其面临的新的时代背景 （第一部分），旨在

表明处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并揭示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其 次 分 别 讨 论 大 国 的 特 权 与 特 殊 义 务

（第二、三部分），以便揭示大国问题的完整含义与约束大国的基本依据；再次讨论国际法如何约

束大国的行动 （第四部分），试图寻求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案。

一、大国问题：老问题、新背景

（一）老问题

从实质的意义上说，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在以１６４８年 《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为标志的近代

国际法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原因是，欧洲殖民 者 早 在 进 入１６世 纪 时 就 开 始 进 行 海 外 殖 民。
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着如何处理总体上强大的殖民者与弱小的被殖民者，比如西班牙与美

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过，大国问题在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之前并不突出。主要

原因是：第一，在近代国际法产生之前，欧洲殖民者进行海外殖民扩张的基本依据是具有普遍主

义特征的基督教教义或 者 自 然 法，〔７〕从 而 表 面 上 掩 盖 了 大 国 问 题 的 存 在；第 二，１９世 纪 初 以

前，欧洲殖民者主要在美洲地区活动，欧洲与广大的亚洲、非洲地区的交往基本上是平等的；〔８〕

第三，在作为近代国际法发源地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形成的各国实力较为均衡与 《威斯特

伐里亚和约》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较为有效地遏制着大国问题的出现。
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的崛起、扩张以及战败使得 大 国 问 题 成 为 欧 洲 国 家 面 临 的 一 个 重 大 问

题，其标志性的法律事件是反法战争中展示出强大实力的英国、俄罗斯、奥地利及普鲁士于１８１４
年缔结了 《肖蒙条约》。该条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非简单地处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关系，
而是当时所有欧洲大国试图采取包括为其他欧洲国家确定边界在内的措施防止法国重新崛起，从

而再次扰乱欧洲秩序。〔９〕它实际上构成随后举行的维也纳会议——— “欧洲协调”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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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因而它被认为是 “区分大国与小国过程中的关键性步骤”。〔１０〕

作为老问题，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有两个基本特点。首先，从国际法的形成与适用看，西方

大国发挥了绝对主导作用，非西方国家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随着１９世纪后半期西方

“文明”标准的出现，国际法的普遍性受到严重损坏，众多非西方国家被认为不具备 “文明”标

准，进而全部或部分被剥夺了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资格，沦为国际法的客体，从而丧失了主动参

与国际法形成与适用的权利。劳特派特较为中庸地认为，“就理论与实践方面而言，这样一种观

点，即基督教国家，尤其西方国家的文明对于１７、１８以及１９世纪现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所做

的贡献几乎是全部的和决定性的，大体上是对历史事实的准确反映。”〔１１〕与此不同，卡塞斯尖锐

地指出，“国际法 原 则 与 规 则 是 西 方 文 明 的 产 物，打 上 了 欧 洲 中 心 主 义、基 督 教 意 识 形 态 以 及

‘自由市场’观念的烙印。”〔１２〕

其次，从国际法的作用看，国际法已成为大国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卡塞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西方殖民国家炮制国际法是为了 “服务于它们自身的利益。”〔１３〕不难发现，现当代发生的国际冲突往

往是历史上西方大国操纵国际法的恶果。比如，一些非洲国家中延绵至今的不仅严重影响国家发展

而且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内冲突的重要成因是，１９世纪时在非洲进行殖民扩张的欧洲大国为

彼此瓜分 “势力范围”，维护相互 “和谐”计，罔顾既有边界、民族及文化传统，恣意重新划界，
从而留下永久的 “历史伤痕”。〔１４〕而一些乍看展示大国利他精神的一些制度，比如国际联盟时期

建立的号称 “文明国家的神圣使命”的委任制度及延至联合国时期的托管制度，〔１５〕充其量只是

大国对殖民历史的某种救赎，甚至一定程度上只是大国争斗的结果。〔１６〕科索沃战争等晚近事件

表明，一位西方学者在考察了国际法中的殖民史后表达的忧虑，即现在还不能肯定 “是否有可能

建立一种不是帝国主义的国际法”，〔１７〕是不无道理的。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在西方体系之外诞生了一个新大国，即苏联。在国际法的破旧立新，

比如倡导和平共处原则方面，〔１８〕苏联做出了许多积极贡献，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摆脱传统西

方大国的行动逻辑。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苏联主张适用 “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其重要目的

是要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间适用主权平等原则，企图确立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霸主地位。〔１９〕

在东西方阵营关系方面，国际法基本上成为美苏争霸的工具与牺牲品。比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美苏争霸，冷战期间的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几乎无所作为。
（二）新背景

当国际法在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事件中屡屡遭受一些大国藐视、操纵与滥用的同时，国际社

会出现了深刻影响到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的三大发展，即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法治及新兴大国

的崛起。总体看，这些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处理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但也使得处理这一问题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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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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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复杂。

１．国际关系民主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并非晚近才出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有意识

地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改变少数大国主导甚至操纵国际关系的传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不

结盟运动把国际关系民主化确立为既定目标。比如，１９７０年不结盟运动卢萨卡会议明确指出国

际关系民主化是 “迫切必要的”。〔２０〕１９９２年不结盟运动雅加达会议仍然强调应当 “继续争取实

现国际关系民主化”。〔２１〕然而，长期以来这些主张并未受到重视。
冷战的结束被一些西方国家与学者看作是西方民主的胜利。在西方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日

益介入国内民主问题。〔２２〕民主参与被一些人认为是一项基本人权，甚至构成一般国际法的基本

原则。〔２３〕虽然西方国家把民主问题塞入国际议程是为了促使它们认为的专制国家实现民主，但

它却产生了一个 “附产品”或 “溢出效应”，即民主被认为不仅指国内民主，也应该指国际民主，
从而客观上肯定了不结盟运动此前提出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１９９２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

利发布的 《和平议程》指出联合国自身适用民主原则是极端重要的。〔２４〕此后，联合国秘书长安

南任命的高级别小组提交的 《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简称 《一个更安全的世

界》”）主张民主应该成为安理会改革的基本原则。该报告指出 “改革应让更能代表广大会员国、
特别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参加决策进程”，以及 “加强安理会的民主性和责任性”。〔２５〕显

然，国际关系民主化观念的强化使得国际法针对大国的传统的安排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
应该注意的是，如同国内社会中的民主实践一样，人们也不能片面地理解国际关系民主化。虽

然民主是国际关系中应当尊重与追求的极端重要的价值，但它并非惟一的价值，因而必须与其他价

值进行恰当地平衡。效率就是这样一种价值。在特定的组织背景下，效率价值可能更为重要。比

如，《联合国宪章》第２４条第１款规定联合国针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应该 “迅速有效”；晚近有

关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讨论也一再强调提高安理会构成的代表性不应损害安理会行动的效率。〔２６〕

２．国际法治

冷战结束后，国际法治问题不仅更多地受到国际法学者的关注，而且出现旨在推动国际法治的

主张与实践。１９９０年１月９日，联大通过了题为 “联合国国际法十年”的第４４／２３号决议，表达了

国际社会追求实现法治化的普遍愿望。该决议指出，联大深信 “在国际关系中必须加强法治”。２００５
年 《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明确指出，必须 “在国内及国际层面普遍地遵守及贯彻法治。”〔２７〕

鉴于冷战后联合国安理会的活动日益活跃，要求安理会遵守法治原则的呼声尤其强烈。在这

方面，围绕着安 理 会 第１２６７号 决 议 发 生 的 争 论 颇 具 有 说 服 力。该 决 议 决 定 对 阿 富 汗 塔 利 班、
本·拉登及相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并为此成立了由安理会成员国组成的制裁委员会。虽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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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见Ａ　Ｍｏｒ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Ｗｏｒｌｄ，前 引 〔２５〕，第２４４、２４９ （ｃ）段；中 国 外 交 部： 《中 国 关 于 联 合 国 改 革 的 立 场 文 件》
（２００５年６月７日）第四部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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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家提交给制裁委员会的名单往往只包含 “极少量的个人信息，一般没有解释相关个人或实体

与基地组织或塔利班之间的联系”，〔２８〕但制裁委员会依然据此作出认定，并且决策过程缺乏透明

度，也没有为相关个人或组织提供程序救济，这些做法受到严厉批评，〔２９〕甚至引发２００５年世界

首脑会议的关注。《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专门要求安理会针对把相关个人与实体列入制裁名单或

从中撤除的事项制定 “公平与清晰的程序”。〔３０〕这表明，即使是联合国采取的行动也越来越被要求

遵守法治原则。显然，大国的行动也将因此受到更有力的制约。

３．新兴大国的崛起

２１世纪国际关系格局的最重大变迁之一无疑是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

国的崛起。不须讳言，这些新兴大国的崛起可能使得处理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也

更为迫切。在施瓦曾伯格看来，传统大国的 “退场”与新兴 大 国 的 “进 场”只 是 “国 际 寡 头 政

治”成员构成的变化而已。〔３１〕这种尖锐的批判并非没有道理。根本原因是，与传统 大 国 一 样，

新兴大国不可能改变国家利益作为其基本的行动逻辑。近年来，新兴大国不时被批评只关注本国

国家利益，忽视国际公共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不仅来自传统大国，而且也来自不少发

展中国家。比如，新兴大国被认为在 ＷＴＯ多哈回合中的表现与传统大国没什么两样，二者对于

谈判陷于僵局都负有责任。〔３２〕又如，有人认为非洲国家不要对与中国等新兴大国之间的 “南南

合作”寄望过高，因为后者优先追求的仍然是自己的国家利益。〔３３〕

然而，总体而言，这些新兴大国 的 崛 起 为 处 理 大 国 问 题 提 供 了 难 得 的 历 史 机 遇。主 要 原 因

是，虽然这些新兴大国在经济规模等方面逐步具备与传统西方大国相当甚至超出后者的实力，但

当前它们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因而具备追求较为平衡的国际法实践的基础与需求。换

言之，至少在现阶段而言，新兴大国的国际法主张与实践会较多地采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或

类似的立场。〔３４〕尤其是，随着主要西方大国深陷经济危机，国际社会正在出现保罗·肯尼迪所

说的 “大国兴衰”现象，〔３５〕即新兴大国实力不断增强，而传统大国实力相对下降。此 消 彼 长，

新兴大国在国际法实践中的作用将持续增强。

以中国为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明确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作为重要的国际关系战

略。中国一再批判强权政治，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３６〕中国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３７〕推动

国际关系民主化。鉴于 《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明确倡导国际法治，中国又成为国际法治的积

极支持者，主张通过国际法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比如，在针对２０１０年第６５届联大会议发表

的立场文件中，中国政府指出 “实现国内和国际两级法治是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在加强国

际法治方面，必须维护 《联合国宪章》的权威，严格遵循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坚持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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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适用，避免采取双重标准，并不断完善国际立法，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二、大国的特权

（一）大国特权之争

在讨论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时，大国被赋予某些特权无疑最具争议。这是因为大国特权直接

冲击构成国际法基础的主权平等原则，因而理解主权平等成为审视大国特权的必由之路。

１．主权平等理论

经典的主权平等观念是由被称为 “国家平等理论之父”的瓦特尔提出的。瓦特尔认为，“由

于人们生来是平等的，他们的个人权利义务也是如此，都是生来平等的。由人们组成并且可以被

认为是由众多自由的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共同生活而组成的国家生来也是平等的，并且生来就具有

相同的权利与义务。强大或者孱弱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意义。侏儒和巨人都是人；弱小的共和国的

主权并不亚于最强大的王国的主权。”〔３８〕维也纳体制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瓦特尔的主权平等理

论，但成规模地质疑这一理论至１９世纪后半期才出现，其代表人物是劳伦斯和洛里默。〔３９〕然而，
劳伦斯和洛里默只是简单地认为实践已经否定了传统的主权平等原则，但并未具体说明该原则在

多大程度上被否定了。事实上，《肖蒙条约》与维也纳会议表明：一方面，欧洲小国的国际造法权

利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另一方面，它们仍然享有国际法规定并由大国实施的保护。
主权平等原则的这一分化被狄更生归纳为 “法律的平等保护”或 “法律前平等”与 “权利义

务的平等”或 “法律上平等”———狄 更 生 本 人 并 未 使 用 “法 律 上 平 等”这 一 概 念———之 间 的 分

野。在狄更生看来，“法律前平等”是绝对必要的，但这与 “对国家进行分类并向不同类别的国

家赋予不同的作为其权利能力之衡量标准的地位”并不矛盾。他认为，作为自然法遗产的 “权利

义务的平等”并非法治的根本要素，更多的是一种理想。〔４０〕狄更生的主张一方面源于他对国内

法实践的考察，即权利能力平等在国内法中只适用于私法领域，而在组织———更遑论在参与政府

方面———中从未当然地适用该原则，因而在国际组织中适用国家平等原则 “纯粹又是一种拒绝有

可能建立有效的国际组织的方法”；〔４１〕另一方面，也源于他对包括欧洲协调在内的国际实践的考

察。其结果就象劳伦斯所说的，一项原则不能因为它是在普芬道夫与瓦特尔时代出现就应该被认

为在当下也是正确的，它必须接受现时代的事件的检验，必须尊重既成事实。〔４２〕

虽然 “法律前平等”与 “法律上平等”的分野此后被广泛接受，但人们对这种分野的理解是

不同的。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各国不当然拥有 “法律上平等”，因而大国在 “法律上”获得的特

权本身并不违反主权平等原则。换言之，主权平等原则并不受到损害。〔４３〕另一些学者则坦承这

种特权违反了主权平等原则，但认为它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４４〕

值得注意的是，狄更生并未完全把 “法律上平等”从主权平等中完全排除出去，而只是认为

它不是当然必要的。并且，“法律上不平等”只能在国际组织背景下适用，而在一般的国家间关

系中可以甚至应当适用 “法律上平等”。埃弗拉姆系统化了这一基本思路。埃弗拉姆认为，一方

·３９１·

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Ｅｍｅｒ　ｄｅｒ　Ｖａｔｔｅｌ，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ｂｅｒｔｙ　Ｆｕｎｄ，Ｉｎｃ．，２００８，ｐ．７５．
参见前引 〔９〕，Ｔ．Ｊ．Ｌａｗｒｅｎｃｅ书，第２０９页；Ｊａｍｅｓ　Ｌｏｒｉｍｉｅｒ，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Ｗｉｌｌｉａｎ
Ｂｌａｃｋ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ｏｎｓ，１８８３，ｐ．４４。

Ｅｄｗｉｎ　ＤｅＷｉｔｔ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０，ｐ．３３５．
同上注，第３３６页。

参见前引 〔９〕，Ｔ．Ｊ．Ｌａｗｒｅｎｃｅ书，第２１１页。

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１９页。

Ｈａｎｓ　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ｉｆ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ｅｄ　Ａ．Ｋｎｏｐｆ，Ｉｎｃ．，１９５０，ｐ．４７２．



面，从一般国际法的角度看，主权平等是具有正当性的和强行性的国际法律规范，它 “不需要、
不应该，并且事实上也不能废除”，〔４５〕这是因为主权平等在国家间关系中可以对抗霸权主义。〔４６〕

另一方面，由于 “所有国家都具有共同的宗旨，因此从理论上说在国际组织中不存在霸权，因而

主权平等在国际组织法中既不具有功能性作用，也不具有正当性作用”〔４７〕，据此应该予以 “摒

弃”。〔４８〕此外，虽然一些学者并未明确指明国际组织的背景，但可以推定他们是在这一背景下讨

论主权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的。〔４９〕

虽然主权平等原则的正当性与适用范围都受到挑战，但仍然有一些学者坚守瓦特尔式的主权

平等理论，奥本海与周鲠生可谓中外国际法学者的两大代表。虽然奥本海无法回避维也纳体制中

凸显出来的大国问题，但他采取区分法律平等与政治平等的做法。奥本海认为，由于自然条件不

平等，大国与其他国家从政治上说必然是不平等 的。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国 际 法 承 认 国 家 间 的 等

级，“但不管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多大，它们绝非源于法律基础或法律规则”。一国之所以成为大国

纯粹是由于它的 “实际规模与实力”，法律并未赋予大国以任何特征，因而 “不能混淆法律平等

与政治平等”。有意思的是，奥本海未作解释地认为 “由大国构成的群体做出的安排自然会获得

小国的同意”，并且大国 “是由各国组成的大家庭的领导者”。〔５０〕不过，至少在国联成立之 前，
奥本海对于主权平等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以维也纳体制为例，虽然大国控制 《肖蒙条约》与维

也纳会议 《总议定书》的谈判过程，但这些条约最后都获得小国的认可；更重要地是，它们均未

为大国规定法律上的特权。劳伦斯、洛里默等人对于主权平等的批判根据的是大国行使事实上的

特权，而非它们拥有法律上的特权。不过，对于 《国际联盟盟约》第４条第１款规定英国等五个

大国作为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奥本海的解释显然是牵强的。他认为，国联赋予大国在行政院

中以特权地位并没有 “把它们的政治霸权转化成法律霸权，因为这种特权地位只是它们的政治影

响力的结果。”〔５１〕在 《盟约》以国际条约的形式明确向大国赋予特权的情况下，奥本海以产生特

权的政治原因否定特权的法律性质，从而试图表明主权平等原则未受侵犯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中国国际法前辈学者周鲠生先生也继承了瓦特尔式的主权平等理论。周先生认为，“从国际

法的观点说，国家平等是指国家在法律上的平等。由于各国的力量有差距，在国际政治上所起的

作用不同；但是决不能以此来否定法律上的平等。换句话说，力量的不平等不能造成法律上的不

平等。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国家平等意味着国家的权利平等，这就是如瓦特尔所早已强调的，主

权国家赋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５２〕周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作为在创立联合国当时情况下特殊

的 “政治的安排”，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制度与大国一致规则与 “主权平等原则有矛盾”，但

“不能看作在法律原则上树立会员国间法律上的不平等因而也是一成而不可变的”。〔５３〕周先生的

见解是极为深刻的：他坦承主权平等原则受到了侵蚀，但这种侵蚀并非没有合理性。同时，他认

为这一特殊安排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是可以改变的。

２．主权平等实践

虽然维也纳会议普遍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处理大国与小国关系的分水岭，但即便在维也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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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期间，大国仍然行事谨慎，竭力避免给人恃强凌弱的印象。当时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甚至

还是国家平等原则的 信 奉 者。〔５４〕明 确 向 大 国 赋 予 法 律 特 权 的 第 一 个 多 边 条 约 是 《国 际 联 盟 盟

约》，其第４条第１款规定英国等五国作为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主导国

联成立的力量，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交的第一份 《盟约》草案并未包含设立行政院的规定。设

立该机构以及大国应该拥有常任席位且在数量上应该占据优势的建议源于南非政治家史穆特斯提

交的方案，〔５５〕这一方案获得威尔逊的支持。
较之 《盟约》，《联合国宪章》更进了一步：《宪章》规定美国等五大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 （第２３条），享有广泛的否决权 （第２７条第３款），但 《宪章》也首次在多边条约中规定了主

权平等原则 （第２条第１项）。这二者在 《宪章》酝酿与谈判过程中都引发了激烈争议。就前者

而言，虽然谈判各方普遍认为大国在联合国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且不论小国对于向大国赋予

如此多的特权，尤其否决权存在疑虑，大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对于它们自身作为当事方的争端中能

否行使否决权———这显然有违不得在自己作为当事人的案件充当法官的国内法谚———也是存在分

歧的：美国摇摆不定，英国坚决 反 对，而 苏 联 则 强 硬 支 持，最 终 的 结 果 是 美、英 两 国 向 苏 联 屈

服。〔５６〕就后者而言，虽然大国在 《莫斯科宣言》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都主张未来设立的普遍性

国际组织以主权平等为基础，但并未进一步讨论主权平等的含义。在雅尔塔会议决定向大国赋予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与否决权两大特权的情况下，主权平等的含义或者说大国特权问题在旧金

山制宪会议上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一些谈判方提出了完善 《宪章》草案中针对主权平等

表述的建议，并且第Ⅰ／１委员会被专门要求研究主权平等的含义，〔５７〕但这些努力都被认为未能

解决主权平等的含义问题，该委员会建议该问题留待联合国成立后再行研究。〔５８〕

１９７０年联大一致通过的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
（即 《国际法原则宣言》）是主权国家在联合国体制内明确主权平等含义的惟一努力。该 《宣言》
规定：“各国一律享有主权平等。各国不问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性质有何不同，均有平等权

利与责任，并为国际社会之平等会员国。主权平等尤其包括下列要素：（ａ）各国法律地位平等；
（ｂ）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从措辞来看，该 《宣言》主张的是类似于瓦特尔

式的主权平等。据此可认为 《联合国宪章》向大国赋予特权是违反主权平等原则的。
有意思的是，大国，尤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什么会支持 《国际法原则宣言》呢？主要原因

应该是：第一，从苏联方面看，获得当时从数量上说在联合国内已经占据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支

持是苏联推动制定国际法原则的既定策略。为了获得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苏联不得不支持对于众

多新兴发展中国家来说最为迫切的主权平等诉求。苏联的首要目的 是 希 望 通 过 确 立 和 平 共 处 原

则，据此在 “冷战”对抗中暂处下风的背景下稳定东西方关系。第二，从西方大国方面看，西方

大国已经挫败了苏联原本希望针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缔结国际条约的目标，迫使苏联退而求其次地

寻求以联大决议方式制定国际法基本原则，而联大决议原则上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同时，由于各

国对于主权平等的确切含义乃至对于是否要明确其含义都存在分歧，〔５９〕《国际法原则宣言》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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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主权平等的含义，而只是在重申主权平等原则的同时强调了某些要素。即便如此，这些要素

中的重要概念，比如 “法律地位平等”以及 “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的含义也未获得明确，人们

仍然可以 “按需”解释，因而对西方大国的不利影响相当有限。总之，《国际法原则宣言》并未

真正解决大国特权问题。
向大国明确赋予特权并不限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的加权表决制也被公认为是向

大国赋予特权。〔６０〕尽管如此，瓦特尔式的主权平等实践在国际组织中也是存在的，即便在当代

也是如此。比如，１９３３年美洲国家通过的 《国家权利与义务公约》第４条规定 “国家在法律上是

平等的，它们拥有相同的权利，并且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具有相同的资格”，这一规定显然并没有

排除国际组织法实践。现行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１０条也明确规定：“各国法律地位平等，拥

有平等的权利与行使这些权利的资格，并且承担平等的义务。各国的权利不是取决于确保行使权

利的实力，而纯粹基于其作为国际法上的人的存在。”
不过，大国拥有的特权并不局限于诸如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的法律特权，大国还拥有许

多事实上的特权。比如，虽然 《联合国宪章》与 《国际法院规约》都没有规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国际法院法官选举中享有特权，但这些国家在国际法院中各拥有一个席位是公认的惯例。类似

地，欧洲国家与美国的公民分别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与世界银行行长职位也是一个惯例。
新近，科根细致考察了大国在众多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或高级官员的选任方面事实上享有的特权，
并把这种特权称为经由 “不成文协议”、“非正式协议”进行的操作性层面的宪政实践。〔６１〕

（二）大国特权之辩

１９世纪后期以来，在界定主权平等方面，国际法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权国家无功

而返，甚至回避界定其含义。其重要原因 之 一 是，平 等 不 仅 是 法 律 范 畴，还 是 伦 理 学 与 哲 学 范

畴，其含义极为纷繁复杂。然而，鉴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制度普遍被认为是大国特权的表

现，主权平等原则其实可以化繁为简，即大国拥有法律特权意味着主权平等原则被违背了。
总体而言，主张大国应当获得特权的依据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功能方面看。大国赋予特权被认为可以促使大国利用其强大的行动能力，在国际关

系中发挥小国所不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在国际组织时代，功能依据更容易被强调，因为成立国际

组织根本上是为了实现单个国家无法实现的功能。前已指出，狄更生与埃弗拉姆实际上都是基于

功能主义的考虑否认主权平等适用于国际组织法的。一些 国 际 文 件 明 确 支 持 这 种 功 能 考 虑。比

如，常设国际法院曾经指出：“在违反行政院成员的意志下解决涉及世界和平的问题几乎是不可

想象的。由于所处的政治地位，虽然它们是少数者，但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承受更多的后果。”〔６２〕

又如，１９４５年６月７日，美国、苏联、英国与中国针对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权发表的 《旧金山声

明》指出：“考虑到常任理事国承担的主要责任，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如果某个决定未获它们的

同意，是不能期望它们在象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样严肃的事务方面承担义务的。”〔６３〕《一个更

安全的世界》更是坦言：“《宪章》规定由几个最强大的国家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并享有否

决权。作为交换条件，强国要用它们的力量来增进公共利益，弘扬和遵守国际法。”〔６４〕

其次，从利益方面看。较之其他国家，大国被认为拥有更多的利益，因而向其赋予特权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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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其利益是必要的。事实上，利益就是认定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准。〔６５〕从利益角度 界 定 大 国，
进而向其赋予特权的做法始于维也纳会议。如所周知，作为战败国参与维也纳会议的法国仍然被

四大战胜国，即奥地利、普鲁士、英国及俄国承认为大国。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时任法国外交部

长塔列朗成功地说服四国以利益而非以实力为标准决定哪些国家以大国身份参加维也纳会议。显

然，当时法国无法凭借实力主张大国身份，但之前统治着大半个欧洲的法国在以重新确立欧洲秩

序为基本目标的维也纳会议上无疑拥有重大的利益。〔６６〕这一做法对于后来的国际法实践产生了

重大影响。比如，在巴黎和会上，英美两国联合提交的作为 《国际联盟盟约》谈判基础的草案第

３条明确规定，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日本 “应当被认为会直接受到联盟行动范围内的

所有事务的影响”，因而应当享有特权。〔６７〕

上述两个依据并非没有道理，这也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
首先，从功能方面看。经典的主权平等原则使得大国有权拒绝接受较之小国承担的更多的义

务，而不需要诉诸其强大的行动能力，从而并不利 于 发 挥 大 国 在 国 际 关 系 中 的 功 能 性 优 势。因

此，虽然经典的主权平等原则对于实践立足于消极作为的 “共处国际法”至关重要，但对于实践

立足于积极作为的 “合作国际法”是不利的。国际组织的出现正是 “共处国际法”逐步迈向 “合

作国际法”的基本标志，人们就不难理解狄更生为什么会在组织语境中支持 “法律上”不平等。
据此，《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正确地告诫人们，“联合国从来没有打算成为一个乌托邦”，对于联

合国改革而言，“无视基本实力现实的建议都注定要失败或者没有价值”。〔６８〕事实上，由于主权

具有不可割裂的权利与义务向度，片面强调大国获得特权而忽视大国承担更多义务的做法不仅不

能全面理解大国的功能与大国特权的正当性，并且也不利于构建针对大国的全面法律机制，尤其

规定大国的义务，而这反过来又导致盲目地质疑大国特权的正当性。
其次，从利益方面看。虽然大国与小国的国家利益不能被认为在质的方面存在差别，但不能

否认它们在量的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即大国拥有远远超过小国的国家利益。应当注意的是，利

益的增加往往也意味着风险的扩大，这些风险既来自其他大国，也来自小国，而大国在保护自身

利益方面未必总是有效的，在国际组织时代尤其如此。其原因是，国际组织实际上为数量众多的

小国形成合力从而与大国折冲樽俎提供了重要机制。在国际组织未能，也无意于改变国家利益作

为各国行动之基本逻辑的情况下，小国固然有理由担心国际组织沦为大国行使霸权的新场所，但

大国担心国际组织成为众多小国损害其国家利益的工具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在建立联

合国谈判中，大国们主张获得特权也存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即担心小国会利用多数决规则形

成对大国的 “多数者暴政”。〔６９〕《一个更安全的世界》也指出，否决权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相

信它们的利益得到了保障”。〔７０〕

尽管如此，功能与利益依据并不能成为大国任意主张特权的借口。从功能方面看，虽然大国

较之小国具有功能性优势的说法整体而言是成立的，但小国在许多方面，尤其非物质性方面的功

能未必逊于大国；不仅如此，影响大国发挥功能优势的不仅包括它的行动能力，也包括它的行动

意愿。事实上，导致国际组织行动低效、无效甚至不作为的重要原因往往并非缺乏行动能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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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缺乏行动意愿。比如，针对联合国在１９９４年卢旺达大屠杀中的失职行为，前联合国秘书长安

南委托的独立调查组指出，大国在卢旺达缺乏战略利益是导致联合国未能有效阻止大屠杀发生或

扩大的重要原因。〔７１〕奥本海很早也注意到，虽然大国是国际大家庭的领导者，但国际法中进步

的提议往往是由小国提出的。〔７２〕晚近的一个重要例子是，以特立尼达与多巴哥为代表的加勒比

小国从１９８８年起率先在联大提议追究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并建立常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７３〕

从利益方面看，小国对大国的利益实施 “多数者暴政”的担心不应该被夸大。事实上，大国

往往通过把多边关系双边化等方式化解小国的合力。〔７４〕并且，作为大国获得特权的主要场 所，
国际组织往往成为大国在国家间关系之外行使霸权的新场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通

过安理会对伊拉克实施制裁直至发动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７５〕前述埃弗拉姆以各国拥有共同宗旨

为由认为在国际组织内不存在霸权的观点从实践方面看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与在前国际组织

时代大国行使权力必须直接通过国家间关系不同，国际组织为大国行使权力提供了共同体场所，
从而为大国的 “公器私用”提供了更大的公法性权威，笔者把经由 此 种 方 式 实 践 的 国 际 法 称 为

“霸权主义公法性国际法”。〔７６〕

可见，在国际组织的语境中，基于功能与 利 益 的 考 虑 向 大 国 赋 予 某 些 特 权 并 非 不 具 有 正 当

性，但具体是否赋予特权以及如何赋予特权应当根据特定国际组织的宗旨、成员国的功能与利益

等诸多因素而定。在这方面，布赖尔利对于 《联合国宪章》对 于 大 国 否 决 权 的 评 论 颇 有 启 发 意

义。布赖尔利认为：一个团体机构要采取行动的惟一办法就是 “确保及时而有效的行动”，为此

确实要付出代价，但问题是付出否决权这样的代价 “是否太沉重了”。〔７７〕

进一步看，虽然大国特权自维也纳会议以来始终遭人诟病，但像 《联合国宪章》那样明确向

大国赋予法律特权的做法并不多。更多的做法是，大国因其强大的行动能力而享有事实上的特权

或者说政治特权。不过，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并未真正引起国际法学者的关注，原因是国际法学者

普遍认为国家平等是指法律平等，而不是指政治平等或者事实上的平等。〔７８〕然而，从 《宪章》
的谈判史看，政治平等并未被排除在主权平等之外。虽然秘鲁代表以首次载于１９４３年 《莫斯科

宣言》的 “主权平等”一词引发激烈争论为由主张以 “法律平等”取代 “主权平等”，〔７９〕但 《宪

章》第２条第１款最终还是取 “主权平等”而舍 “法律平等”。这似乎表明主权平等兼指法律平

等与政治平等。前述科根的考察表明，大国特权中的政治特权问题不应该被忽视。由于主张法律

特权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因而大国可能更着意获得并维护政治特权。〔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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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法角度看，认为主权平等仅指法律平等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人们无法否认科艾曼斯所

说的政治不平等问题的客观存在，即各国在领土面积、人口规模、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等方

面的客观差别必然使它们在国际法实践中的作用是不同的。〔８１〕然而，正是由于政治优势可能会

产生深刻的法律后果，并且这种政治优势的存在不能简单地通过国际法加以消除，〔８２〕因而国际

法必须约束政治优势的行使。在这方面，劳伦斯的告诫是极为深刻的。在评论大国主导两次海牙

和会以及奥本海等人认为这种主导并未违反国家平等原则时，劳伦斯指出，在像国际法这样其法

律有效性取决于同意的法律 体 系 中，如 果 “政 治 的 内 容 获 得 普 遍 接 受 或 人 们 据 此 行 事”，那 么

“政治的也是法律的”。〔８３〕劳伦斯的告诫表明，法律平等不意味着不考虑政治问题，不受约束地

运用政治优势可能导致法律平等形同虚设。
尽管如此，在受到有效约束的情况下，政治特权未必不是一种相对来说可以接受的选择：从

大国的角度看，政治特权有助于维护大国对特定国际法律制度的支持。从小国的角度看，政治特

权毕竟没有直接冲击法律平等。从技术的角度看，由于修改国际组织章程绝非易事，采取法律形

式规定大国特权很可能导致特权固定化，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陷于僵局的事实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与此相比，国际组织较有可能根据变化着的形势调整有关政治特权的安排。比如，虽然世界银行

行长素来由美国公民担任，但世行章程并未就此向美国赋予法律特权。正因此，随着美国实力的

相对下降，发展中国家对于美国的这一政治特权发起了挑战：２０１１年，来自哥伦比亚与尼日利

亚的公民参加竞争世行行长职位，这是世行历史上首次出现竞争行长现象。

三、大国的特殊义务

较之大国特权引发的广泛争论，大国承担的特殊法律义务问题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主要原

因可能是，传统上人们是从权利或权力，而非义务或责任的视角理解主权。〔８４〕显然，这种厚此

薄彼的做法不仅不利于证成大国特权的正当性，而且更重要地是不利于促使大国在国际关系中发

挥应有的作用。
（一）大国承担特殊义务的依据与性质

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基本法理，如果被赋予法律特权，大国就要承担特殊的义务，并且这

种特殊义务是法律意义上的。比如，《不扩散核武器公约》（ＮＰＴ）在向大国赋予法律特权的同时

明确规定大国应当承担特殊的法律义务。根据ＮＰＴ第９条第３款的规定，美国等五个国家成为

所谓的 “核武器国家”。〔８５〕作为享有这一特权的 “对价”，这五个国家承担两项义务：第一，根

据ＮＰＦ第１条的规定，这些国家承诺 “不直接或间接向任何接受国转让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

置或对这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并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引导任何无核武器国家制造

或以其他方式取得 核 武 器 或 其 他 核 爆 炸 装 置 或 对 这 种 武 器 或 爆 炸 装 置 的 控 制 权”；第 二，根 据

ＮＰＴ第６条的规定，这些国家 “承诺就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以及就

一项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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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大国并没有否认在未获法律 特 权 的 情 况 下 仍 然 应 当 承 担 特 殊 义 务，其 依 据 之 一

———在大国看来，甚至是最主要的依据———是大国对自己国家身份的道德认知，即作为大国本身就

应该对国际社会或其他国家负有特殊义务。不难看出，这种特殊义务主要是利他的。在这方面，劳

伦斯的论述具有代表性。虽然劳伦斯反对主权平等原则，但他显然倾向于支持大国应该承担特殊义

务。其原因是，“一个国家并不是因为它强大而成为大国的，尽管它不强大就不能成为大国……。
它们发挥着指导与引导的作用，据此其他国家从中受益。它们的地位之所以被认可，是因为国际社

会认为有必要需要它们的权威。如果它们对别国不再是有帮助的，那么它们的光环就会褪去。如果

它们的贡献与日俱增，它们就会成为国际生活的常态的组成部分”。〔８６〕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

角度看，这种道德认知确实往往被滥用成为大国干涉他国内政，对外扩张甚至发动侵略战争的借

口。尽管如此，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否定这种身份认知作为大国承担特殊义务的一个重要依据。
此外，大国在未获法律特权情况下承担特殊义务还具有坚实、持久的利益依据。首先，虽然未

获法律特权，但较之其他国家，大国拥有的政治特权可以使它们在实现国家利益方面处于特殊有利

的位置。其次，殖民扩张普遍是近代西方大国实现崛起的重要方式，被殖民地国家或地区承受的严

重损害显然并不限于近代，而且延续到当代。再次，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国的繁荣与安全与其他国

家，甚至一个弹丸小国都可能是紧密联系的。在这方面，２００１年的 “九一一事件”是大国尤其应当

吸取的一个沉重教训。国际社会尤其大国没有对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困境的弱国、小国提供必

要的帮助，从而使恐怖主义在一些国家的滋长有了社会土壤，并最终让大国付出沉重的代价。
更重要的问题是，大国在未获法律特权情形下所承担的特殊义务的性质是什么。根据权利义

务相一致的基本法理，一般性地把它界定为法律义务显然是不正当的。尽管如此，权利或者义务

的产生与相互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乃是决定于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这就意味着，当特定的客观

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已经涌现，而大国以非法律义务方式承担特殊义务并不足以满足这一客观需要

时，大国就有必要以法律义务的方式承担某些特殊义务。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根

本上体现为国家间关系决定了国家扮演国际法的 “造法者”与 “使用者”的双重角色，这一特殊

性阻碍了大国发现或承认国际社会的客观需要，但它不意味着这种客观需要是不存在的。国际关

系的经验表明，当国际社会发生特定重大事件，尤其针对大国的重大事件时，这一客观需要有可

能更好地获得发现与承认。
（二）大国在承担特殊义务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１．在特定领域被赋予法律特权的大国并未被规定或并未履行相应的特殊法律义务

首先，法律义务被转化为政治责任。在这方面，联合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 《联合国宪

章》规定 “五大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拥有否决权，但它并没有针对 “五大国”规定特殊

的法律义务。这表明，１９４５年 《旧金山声 明》所 指 的 “常 设 理 事 国 承 担 的 主 要 责 任”并 未 被 进

一步明确为一种法律义务，而只是一政治责任。法律义务政治化的结果是，大国不仅可以拒绝承

担义务，而且姿意滥用法律特权。就前者而言，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０日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伯尔顿

向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的一份声明可以说明这一点。该声明指 出 “我 们 注 意 到 《联 合 国 宪

章》从来没有被解释为创设了安理会成员国在涉及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情形下支持执行行动的法律

义务”，并且 “我们不接受作为 整 体 的 联 合 国、安 理 会 或 者 个 别 国 家 有 义 务 根 据 国 际 法 进 行 干

预”。就后者而言，美、苏两国在接纳联合国会员国问题上滥用否决权就是突出的例子。１９５０－
１９５５年间，为了阻止安理会通过建议对方阵营内的国家加入联合国的决议，两国各自动用否决

权，致使该期间没有一个国家加入联合国；即便在联大通过相关决议并且国际法院发布咨询意见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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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两国停止行使否决权的情况下，两国仍然我行我素。〔８７〕实际上，在旧金山制宪会议上，鉴

于美国等大国在即将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中获得法律特权，墨西哥曾经建议，根据 “那些承担最

繁重义务的国家要获得更大的权利的法律原则”，《联合国宪章》应该明确载明为什么要向这些国

家赋予特权，并且应当规定这些国家在 “维护和平方面承担重大责任”，但这一建议遭到大国的

拒绝。〔８８〕

其次，业已规定的特别法律义务未获大国善意地履行。由于国际法自身的缺陷以及大国的漠

视，业已规定的许多法律义务往往得不到有效履行。以核不扩散体制为例，虽然ＮＰＴ第６条规

定 “核武器国家”有义务就 “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以及就一项在严格

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但全面核裁军在经历半个世纪后并

未取得多大进展。不仅如此，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０日，美国与印度还签署了极具争议的 《关于和平利

用核能的合作协定》。虽然人们对于该协定是否违反美国在 ＮＰＴ第１条项下承担的义 务 存 在 分

歧，但普遍认为在印度于１９９９进行核实验并且拒绝加入ＮＰＴ的情况下，美国与印度签署该协定

不符合ＮＰＴ的法律精神，加剧了核扩散的风险。〔８９〕

２．在没有获得法律特权的情况下，大国没有被恰当地规定承担适当的特殊法律义务。

如前所述，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基本法理，大国在未获作为直接 “对价”的法律特权的情

况下，一般性地要求它承担特殊法律义务并不正当。事实上，即便不采取法律义务的方式，大国

也并非不能承 担 类 似 的 义 务。比 如，大 国 可 以 通 过 行 使 权 利 而 达 到 承 担 义 务 的 效 果，ＧＡＴＴ／

ＷＴＯ体制下的普惠制就是如此。

１９７１年６月２５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缔约方全体通过关于 “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普遍、非互惠以及非歧视优惠”的决议，授权发达国家在十年内可以背离ＧＡＴＴ第１条规定

的最惠国待遇，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提供优惠关税，这一做法被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２８日ＧＡＴＴ
缔约方全体通过的 “授权条款”规定为一种长期实践。表面上看，ＧＡＴＴ缔约方全体是 “授权”

发达国家可以背离ＧＡＴＴ第１条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但实则是敦促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

家实现发展。完全可以想象，如果ＧＡＴＴ缔约方全体规定发达国家负有实施普惠制的法律义务，

则发达国家不可能会支持普惠制。

又如，大国普遍建立了对外援助制度，据此从单边层面上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不过，这种

承担特殊义务的方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即大国的行动有很强的自由裁量性，甚至成为以追求本国

国家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工具。比如，由于一些大国在实施普惠制的过程中规定种种贸易条件，甚至

塞进诸如人权之类的非贸易条件，普惠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最不发达国家并未发挥预期的效果。〔９０〕

又如，冷战期间，非洲国家由于对于美苏争霸具有战略利益而获得大量援助，但冷战的结束使得

非洲丧失了战略价值，至少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非洲成为了 “被遗忘的大陆”。因而，即便大国未

被赋予法律特权，国际社会仍然应该寻求在某些方面要求大国承担特殊的法律义务。比如，可以

规定寻求成为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发达国家首先要履行官方发展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０．７％
的标准。〔９１〕

·１０２·

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

〔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Ｂｒｕｎｏ　Ｓｉｍｍａ（ｅｄｓ．），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１６０－
１６１．
参见前引 〔８０〕，Ｒｕｔｈ　Ｂ．Ｒｕｓｓｅｌｌ书，第６５０页。

Ｓｅｅ，ｅ．ｇ．Ｊｒｎ　Ｍüｌｌｅｒ，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Ｉｎｄｉａ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Ｕｓｅ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１
Ｇｏｅｔｔｉｎｇｅｎ　Ｊ．Ｉｎｔ’ｌ　Ｌ．１７９（２００９）．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ＷＴ／ＭＩＮ（０１）／ＤＥＣ／１，２０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ｐａｒａ．４４．
Ａ　Ｍｏｒ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Ｗｏｒｌｄ，前引 〔２５〕，第２４９段。



四、国际法如何约束大国的行动

前文的讨论表明，在特定情况下赋予大国以某些法律特权并非没有正当性；并且，即便没有

被赋予法律特权，大国仍然可以获得事实上的特权；进而，即便没有行使事实上的特权，大国也

往往会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立足大国特权但超越大国特权，寻

求有效地约束大国的行动。以下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两个方面讨论国际法可能发挥的作用。
（一）实体法的约束

１．限制大国的法律特权

根据前文所述赋予大国法律特权的机理，认真审视向大国赋予或维持法律特权是否具有正当

性。以 《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为例。根据 《宪章》第２７条第３款的规

定，常任理事国对于非程序性事项都可以行使否决权。然而，根据 《宪章》第２４条的规定，联

合国会员国只是 “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把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授

予安理会。这表明，对于没有直接或重大地关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护，并且不向大国赋予特权

也不太可能损害相关联合国行动的效率，反而有利于实现联合国目标与宗旨的事项，没有必要向

大国赋予或维持法律特权。据此，在联合国改革中，似乎有必要把某些事项从 《宪章》第２７条

第３款规定的事项中排除出去。换言之，取消大国 在 这 些 问 题 上 的 否 决 权。这 些 事 项 比 如 《宪

章》第４条规定的接纳新会员国、第３１条规定的邀请非联合国会员国，或者非安理会会员国但

系安理会所审查争端之当事方的国家参加安理会的讨论、第６５条规定的请求经社理事会提供协

助、第９６条第１款规定的请求国际法院发布咨询意见、第９７条规定的选任联合国秘书长。
“核武器国家”特权是另一个似乎应当废除的大国法律特权。如所周知，鉴于当时的纳粹德

国在核裂变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爱因斯坦于１９３９年８月致信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

国开展核武器研究，以应对纳粹德国一旦在核裂变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出核武器将给人类社会造成

的巨大灾难。然而，鉴于二战行将结束以及核武器巨大的破坏力，１９４５年６月，参与美国核武器

研发的弗兰克等七名科学家提交了著名的 《弗兰克报告》，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对日本使用核武器。

１９５５年６月，爱因斯坦与罗素共同发表了著名的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对于已经出现的核扩

散风险以及核武器可能被使用于东西方对抗中表示深刻忧虑，认为 核 武 器 只 会 在 国 家 间 加 剧 恐

惧，建议国际社会缔结有关在战争中不使用核武器的协定，进而放弃核武器。如果说在国际社会

面临来自纳粹德国的核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发展核武器具有功能与利益两方面的正当性的话，这种

正当性也随着二战的结束而不复存在了。
这些告诫被当时的美国置若罔闻。其结果是，苏联等国家相继也发展出了核武器。１９６２年

爆发的古巴导弹 危 机 使 美、苏 两 国 一 定 程 度 上 认 识 到 遏 制 核 战 争 与 核 扩 散 的 重 要 性，１９６８年

ＮＰＴ由此应运而生。然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核不扩散体制不断受到严重冲击的事实表明，把

“核特权”局限于少数国家的做法是不可能真正消除核扩散。要真正有效地应对被称为 “首要的

恶”（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ｅｖｉｌ）的核武器，〔９２〕惟一的选择就是取消 “核武器国家”拥有的 “核特权”，全面

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进而规定生产与拥有核武器构成国际罪行。事实上，在１９９６年第５１届

联大会议上，中国已经提出了类似的主张。〔９３〕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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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９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Ｂｅｄｊａｏｕｉ，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ｂｙ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６，ｐ．５０．
中国认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才能真正防止核扩散及避免核战争的主张，并建议各国谈判缔结关于全面

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国际公约。《１９９８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之 “核武器问题”部分。



２．强化大国的特殊法律义务

由于国际法在向大国赋予特权的同时并未规定大国应该承担的特殊法律义务，或者大国未能

善意地履行业已规定的法律义务；并且，主权平等原则仍然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向大国赋予法

律特权其实只是例外，因而强化大国的特殊法律义务不仅重要，甚至可以说比限制大国的法律特

权更为重要。
在强化大国的特殊法律义务方面，大国特权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一方面，针对已

经被赋予特权的大国新增规定或者强化规定应当承担的特殊法律义务。比如，鉴于除美国等五国

之外的其他ＮＰＴ缔约国都放弃了发展核武器的法律权利，以及 “核武器国家”短期内不愿意全

面销毁核武器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有必要推动修改 ＮＰＴ，规定五国在承担防核扩散及核裁军之

现行义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承担相互间不得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不得对任何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使用核武器的法律义务，从而降低各国对于核武器的依赖、追求与恐惧。另一方面，可以对寻求

被赋予特权的大国规定特殊法律义务。比如，鉴于大国实际上是导致核扩散的主要原因，国际社

会可以明确设定条件，规定寻求成为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任何国家 （比如印度）不得

以任何形式生产及拥有核武器，从而为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改变拥

有核武器往往被认为是大国身份的重要标志的传统认识。
（二）程序法的约束

利用程序法约束大国的行动可以从大国的内部角度与外部角度同时进行。由于大国在功能与

利益方面的特殊性，可能获得法律或政治特权，大国内部的程序法约束可能是有效的。然而，大

国外部的程序法约束可能是更可靠的，从长远的角度看尤其如此。

１．大国内部的程序法约束

大国内部的程序法约束主要是指大国间的相互制衡。在前国际组织时代，许多国际法学者，
比如真蒂利、沃尔夫、瓦特尔等人都已经注意到，大国制衡对于国际法实践是具有积极意义的。〔９４〕

在国际组织时代，大国制衡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原因是，虽然国际组织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际组织根本上仍然是成员国———并非全部也非一个，而是少数成

员国———驱动的，决定国际组织采取特定行动的往往是若干成员国，而不是国际组织本身。这表

明，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仍然是重要的。当然，与在纯粹的国家间关系中形成的大国制衡相比，
国际组织的常设性有助于维护与提高大国间制衡关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联合国宪章》第２７条第３款规定的否决权既是大国获得的一种特权，也是大国间的一种制

衡机制。诚然，作为特权的否决权由于屡遭大国滥用而备受争议，但不能否认作为制衡机制的否

决权可以有效阻止某些大国利用国际组织滥用国际法。以新近的叙利亚危机为例，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４日和２０１２年２月４日，中国与俄罗斯对安理会第６１２号决议草案和第７７号决议草案共同行使

否决权，避免给一些大国以联合国的名义滥用武力造成可乘之机，〔９５〕而一些大国对中俄行使否

决权表现出的气急败坏恰恰表明否决权的积极作用。〔９６〕与此相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遍

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不如联合国，甚至逊色于 “欧洲协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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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９５〕

〔９６〕

Ｓｅｅ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ｌｆｒｅｄ　Ｖａｇ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ｌｅｖ　Ｆ．Ｖａｇｔｓ，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　Ｉｄｅａ，

７３Ａｍ．Ｊ．Ｉｎｔ’ｌ　Ｌ．５５５（１９７９）．
尤其是，英、法等国提交的第６１２号决议草案第１１条明确提及 “考虑各种选择，包括按照 《联合国 宪 章》第４１条

采取措施”。虽然第１１条似乎强调要根据采取第４１条规定的非武力措施，但这显然只是一种 “障眼法”，真 正 的 要

害是在于所谓的 “各种选择”，因为其中显然包含第４２条规定的动用武力。

关于 英、法 及 美 国 的 批 评，Ｓｅｅ　Ｄｅｐ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ｅｍｎｉｎｇ　Ｓｙｒｉａ’ｓ　Ｃｒａｃｋｄｏｗｎ　ｏｎ　Ａｎｔｉ－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ｓｔｏｒｓ，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Ｖｅｔｏ　ｂｙ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６６２７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与联合国及 “欧洲协调”囊括当时所有的欧洲大国不同，作为当时世界大国

的苏联直到１９３４年才加入国联，而美国根本就没有加入国联，从而未能通过国联建立有效的大

国间制衡机制。

２．大国外部的程序法约束

从大国的外部角度看，可以沿着两个基本思路构建针对大国行动的程序法约束机制。
首先，促进建立有利于其他国家实施约束的机制。以联合国为例，虽然 《联合国宪章》第２７

条第３款规定了大国否决权，但根据该款以及第２款的规定，相关决议应获得１５个理事国中９
国的同意才能通过。即便五个常任理事国针对特定事项全部投赞成票，其他理事国从程序上仍然

可以否决常任理事国的意见。１９４５年 《旧金山声明》把这一安排称之为 “集体”否决权制度。〔９７〕

《一个更安全的世界》肯定安理会已经通过 “非正规途径”对其 “审议和决策程序的透明度和问

责制作出了许多改进”，并主张 “安理会的议事规则应列入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的程序，并

使之制度化”，〔９８〕这对于其他国家约束大国的行动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多哈回合关于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谈判中，一些 ＷＴＯ成员方提出了在 ＷＴＯ体制

内约束大国行动的颇具创造性的程序法设想。如所周知，《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２２条授权受到损害的 ＷＴＯ成员方可以实施贸易报复。然而，如果贸易争端发生在实力相差悬殊

的贸易大国与贸易小国之间并且前者被裁决败诉，第２２条规定的报复权对于贸易小国来说其实

并没有实际意义。基于此，一些弱小的成员方建议引进 “集体报复”机制。比如，最不发达国家

集团 （ＬＤＣ）认为，解决经济弱国在利用 ＷＴＯ报复机制方面面临的障碍的办法是，规定类似于

《联合国宪章》项下的 “集体责任原则”，据此所有成员方都有权利与责任去实施 ＷＴＯ争端解决

机构做出的建议。如果发展中成员方或最不发达成员方胜诉，则应该自动适用集体报复，这是作

为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一种体现。〔９９〕非洲集团认为，单个发展中成员方无法实

际地利用报复机制意味着争端解决机制是不利于发展中成员方的。非洲集团建议，如果胜诉一方

是发展中成员方，则所有成员方都应当被授权对败诉的发达成员方集体中止减让。〔１００〕虽然这一

主张尚未获得接受，但其思路仍值得关注。
其次，建立由主权国家之外的其他力量实施约束的机制。虽然建立国家间———包括大国间以

及大国与其他国家间———的约束机制是重要的，但这些机制的有效性至少有时候会受到削弱。比

如国家利益计算可能使大国缺乏彼此监督的动力，大国甚至可能进 行 共 谋 以 损 害 其 他 国 家 的 利

益，因而有必要建立由主权国家之外的其他力量实施的约束机制。在这方面，国际组织可以并且

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针对安理会行动进行审查为例。早在１９４５年旧金山制宪会议上，比利

时政府就提出了赋予国际法院对安理会的行动行使某种司法审查权的两个提案，〔１０１〕并获得法国、
英国、荷兰、哥伦比亚等一些国家的支持。〔１０２〕虽然旧金山制宪会议最终没有采纳比利时的提案，
但这并不表明 《联合国宪章》起草者们一致认为没有必要对安理会的行动实施司法审查。〔１０３〕随

着冷战后安理会行动趋于活跃，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引发广泛争议的行动，旧金山制宪会议期间提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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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上述提议重新引发了热议。人们普遍意识到有必要对安理会的行动实施某种司法审查，只是

目前尚未能提出一个全面的方案。〔１０４〕诚然，人们普遍是从作为机构的安理会的行动的角度讨论

国际法院实施司法审查的妥当性，但由于在安理会行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只是少数大国，因而

对安理会行动的约束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也是对大国行动的约束。

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市民社会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所周知，市民社会在国际关系中

日益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虽然市民社会无法针对大国采取具有拘束力的行动，但它对于大

国形成的政治与道德压力是不可小视的。来自市民社会的压力已经多次迫使一些大国对重大的国

际法问题改变立场，比如 “国际禁雷运动”在短短几年内就迫使大国同意谈判并签署 《国际禁雷

公约》。又如，美国等大国很大程度上是迫于非政府组织的压力最终同意签署 《关于ＴＲＩＰｓ协定

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冷战结束以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都正在进行或考虑进

行以提高程序透明度和参与度为重要内容的决策机制改革，为市民社会参与并监督国际组织的运

作提供便利。这些改革不仅有助于强化国际组织的正当性与问责性，而且有助于约束在国际组织

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大国的行动。

四、简短的结语

自维也纳会议以来，大国始终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力量。但迄今为止，国际法学者尚未

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过系统性和建设性的讨论。原因主要是，大国问题真正冲击传统的国际法实

践模式始于 《国际联盟盟约》向大国赋予特权，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随之而来的大国长期对

抗，尤其长达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对抗使得大国问题根本上被界定为一项政治议程，而非法律议程。

近年来，随着要求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国际法治的呼声日益强烈，以及一批新的大国正在

崛起，从国际法的角度建设性地处理大国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从中国的角度看，近代以来西方列

强肆意侵犯中国主权使得中国对于大国实践持一种批判或质疑态度。但近年来的发展使得中国作

为极具实力影响２１世纪国际关系格局的一个新兴大国的地位举世公认，正确地理解国际法上的

大国问题对中国来说可谓是一个具有全局性与战略性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主要地涉及大国被赋予特权与迄今为止仍然被认为构成国际法之基础的

主权平等的关系。一方面，从国家间关系角度看，由于国家间实力悬殊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现

象，主权平等实际上成为小国对抗大国霸权的重要———尽管未必总是有用的———法律武器，因而

国际法迄今为止坚持并且应该继续坚持主权平等；另一方面，在国际组织时代，基于功能与利益

的考虑，在国际组织中向大国赋予某些法律特权，从而部分地背离主权平等原则也并非没有正当

性，但大国并不能据此任意地主张或者维持法律特权。是否以及如何向大国赋予或维持法律特权

必须综合考虑特定国际组织的宗旨与目标以及大国在该组织背景下的功能与利益判断等多种因素

而定。这一基本原则不仅应当被用于指导未来的国际法实践，也应当被用于审视既有的国际法实

践。与此同时，法律特权不应当被认为是产生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的惟一原因，大国获得事实上

的特权，乃至大国遵循主权平等原则进行的国际关系活动，都可能重大地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

因此也应当被认为是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的组成部分。

人们对大国问题的关注不应该局限于特权问题，而应该进一步关注大国的特殊义务，尤其法

律义务。首先，国际法应该根据大国获得的法律特权规定或强化其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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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证明大国获得法律特权的正当性，也有助于促使大国审慎地行使特权。其次，即便在特定

领域中并未获得法律特权，大国也应该对其他国家承担适当的特殊义务，包括法律义务。这些特

殊义务并非完全是利他的，往往也有利于大国的自身利益，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如此。
针对大国特权与义务建立更合理的实体法制度本身并不足以确保大国可以依法、善意地行使

特权并且履行义务，而应当进一步构造有效的程序法约束机制。这种程序法构造可以同时沿着大

国内部与大国外部两个思路进行。前者主要是指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后者是大国之外的其他国

家以及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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